
 

2010－2021年三都澳富营养化变化及污染物来源分析

林建国

（福建省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福建 福州 350000）

摘    要：海水富营养化会导致海水赤潮、缺氧及酸化等环境问题，是评价近岸海域水质是否健康的一个

重要指标。本研究分析了宁德三都澳 2010－2021 年水质数据，评估了三都澳海水富营养化的变化情

况，对影响水质的污染源进行核算，并以 2020 年的数据为例，构建了污染源清单，分析了影响海水水质

及富营养化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三都澳水体出现由中度向重度富营养化发展的趋势，主要原因是

近年来氮、磷输入量的增加。总体来说，海水养殖是三都澳海域氮、磷输入的主要来源，河流输入是氮

输入的次要来源，直排海排污是磷输入的次要来源。因此，要改善三都澳水质及富营养化状况，需要重

点关注海水养殖行业带来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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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utrophication changes and its contributors’ sources in
Sandu bay from 2010 to 2021

LIN Jianguo
(Environmental Monitor Station of Coastal Sea of Fujian province, Fuzhou 350000, China)

Abstract: Eutrophication  can  lead  to  oceanic  problems,  such  as  harmful  algal  bloom,  hypoxia  and  ocean
acidification.  Eutrophica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index  to  evaluate  the  health  of  coastal  water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during 2010−2021 from Sandu bay,  evaluated  the  changes  in  seawater
eutrophication in Sandu bay, and accounted the pollution sources that affect water quality. Taking 2020 data as
an  example,  the  marine  pollution  source  list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seawater  quality
and eutrophication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utrophication situation of Sandu bay was getting
worse. The input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intensification of eutrophication in the
bay in recent years.  Overall,  marine aquaculture is the main source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input into the
seawater of Sandu bay, with river input being a secondary source of nitrogen input and direct discharge into the
sea  being  a  secondary  source  of  phosphorus  input.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water  quality  and
eutrophication status of Sandu bay,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pollution from marine aquacultur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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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生产使

用的无机化肥以及人类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

放增加，造成近岸海域水体氮、磷浓度增加，导

致水体富营养化 [1]。水体富营养化的加剧，严重

影响了海洋生态系统健康[2]。首先，水体富营养

化为浮游植物生产提供了大量的氮、磷等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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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导致藻类过度繁殖，诱发浮游植物暴发性

增长，甚至引发有毒有害藻类大量生长繁殖，形

成赤潮[3]。大量的有机物质进入海洋环境后，被

微生物降解利用，消耗水体中的溶解氧（DO），可

能进一步诱发水体缺氧 [4] 及酸化 [5]。研究表明，

近岸水体富营养化可给海水养殖业带来严重的

灾害，例如，可引发鱼类死亡[6-7]、贝类减产[8]、海

底植被减少[9]、底栖动物窒息[10] 等问题，给渔业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此外，近岸水体富营养化

可造成岸滩盐沼的侵蚀 [11]，甚至导致温室气体

（如 CO2、CH4 及 N2O）排放量加剧[12]。

解析海湾的污染物来源清单，是了解海水污

染物来源及制定海水污染物治理方案的前提[13-14]。

污染源核算主要分为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两大

类，点源污染主要包括由流域内产生的生活、农

业、工业等污染，其通过直排海排污口及汇入入

海河流排放入海；面源污染则指沿岸的面源污

染、海水养殖污染等[15-16]。

福建宁德三都澳几乎是一个全封闭的海湾，

水域面积约为 714 km2，出水口只有东冲口，宽

2.6 km，湾内外的水动力交换条件较差。三都澳

不仅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也是中国沿海典型海

水养殖海湾。此外，三都澳是国内唯一的野生大

黄鱼内湾性产卵场，也是我国大黄鱼重要的养殖

区域，近些年来，随着宁德市经济的高速发展，生

活、工业及农业生产活动排放的废水不断增加，加

之三都澳较为封闭，排放的废水容易在湾内积累，

严重影响了湾内水质。同时，水质状况变差可能

严重威胁湾内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危害海水养殖

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开展三都澳海域水质情

况的持续监测与评估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

三都澳港区海水水质监测分析已有一些报

道 [17-18]，尤其是三都澳养殖海域水质变化的报

道 [19-21]。2014－2018年三都澳海域水体中的活

性磷酸盐、无机氮浓度较高，导致海域水体总体

呈现中度富营养化水平[17]，渔业养殖的排放污染

可能是主要诱因 [20-21]。2000－2012年三都澳养

殖区表层水体 DO浓度呈现下降趋势，化学需氧

量（COD）浓度呈现上升趋势，溶解无机氮（DIN）

及活性磷酸盐（DIP）浓度均呈现上升趋势，表明

养殖区水质状况在持续恶化 [22]。然而，近 10年

来，三都澳水质研究基本以报道当年或连续几年

的监测数据为主[17-18]，虽有部分研究指出三都澳

水质状况呈现下降趋势[23-24]，但对其水质长期变

化（10年际）及驱动机理仍不明晰。因此，本研

究基于 2010－2021年三都澳水质的持续监测数

据，分析了水体富营养化指数，构建了三都澳污

染源清单，并探究了引发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因

素。研究结果可为未来提升及改善三都澳水质

提供数据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为福建省宁德三都澳湾区。分别

在湾内不同区域设置了 7个监测站位（F6－F12）
（图 1a）。每年在丰水期（F）、平水期（P）、枯水期

（K）监测 3次。结合沿岸乡镇行政边界，将研究

区域分为河口区、三都港西、东吾洋、三都港东

（图 1c），以便进行污染源核算数据的讨论和分析。 

1.2    水质监测数据及富营养化评价方法

水质参数主要为 DO、DIN（硝氮、氨氮和亚

硝氮）、DIP、COD、pH等，样品采集及分析依据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第三部分 近岸海

域水质监测》（HJ 442.3－2020）[25] 标准执行。根

据该标准 ，水深小于 10 m取表层水样 ，水深

10～25 m取表层和底层水样，水深 25～50 m取

表层、10 m及底层水样，水深超过50 m取表层、10 m、

50 m及底层水样。为了便于数据分析，取同个

监测站位不同水层的水质参数测定值的平均值

用于讨论。

水体富营养化的评价方法参照《中国海洋环

境质量公报》从 2010 年开始采用的水体富营养

化评价方法，依据富营养化指数（E）计算结果确

定，计算公式如下：

E = DIN×DIP×COD×106/4500 （1）
式中：E 为富营养化指数；DIN 为溶解无机

氮浓度（mg/L）；DIP 为溶解无机磷浓度（mg/L）；
COD 为化学需氧量浓度（mg/L）。DIN、DIP及

COD数据为观测季度站位的平均浓度值。根据

《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10－2014年） ，当
E≥1时进行富营养化评价，富营养化状况可划

分为以下等级 ： 1≤E≤3表示轻度富营养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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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9表示中度富营养化；E>9表示重度富营 养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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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为常年水质监测站位；b为 2020年宁德市直排海排污口分布（数据引自《宁德市入海排污口信息汇总表》，未公开发布）；c为三都澳

海域分区（红色加粗字体标注）； d为宁德市三都澳海水养殖现状 [27]

图 1    三都澳主要监测区域及站位分布

Fig. 1    Map of main monitoring information in Sandu bay
 
 

1.3    污染源核算方法

分析导致三都澳海水富营养化的主导因素，

需要开展三都澳污染源核算及污染源清单解

析。三都澳污染源核算技术框架如图 2所示。

污染源核算在空间范围上以三都澳流域为边界，

针对直排海排污口、入海河流、海水养殖、沿岸

面源 4个污染源进行核算，时间上直排海排污口

以 2020年 为 核 算 范 围 ，入海 河 流 以 2017－
2020年为核算范围，海水养殖以 2010－2020年

为核算范围，沿岸面源以 2015－2020年为核算

范围。由于 E 主要由 DIN、DIP和 COD计算而

来，在评估污染源清单对水体富营养化的贡献

时，主要将总氮、总磷等作为氮、磷贡献的指示

指标来评估不同污染源的影响。

（1）直排海排污口污染物排放量

根据处理好的数据利用流量与污染物浓度

乘积对直排海排污口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核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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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三都澳环境直排海排污口

图 2    三都澳污染源核算技术框架

Fig. 2    Technical  framework  for  calculating  pollution

sources in Sandu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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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计算 COD、氨氮、总氮、无机氮、总磷以及活

性磷酸盐的年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F污染物−排污口 =
n∑

i=1

Qi×Ci （2）

式中：F污染物−排污口是直排海排污口污染物

排放量（t/a）；Qi 是排污口在第 i 时段的污水排放

流量（m3/s）；Ci 是第 i 时段的污水浓度（mg/L）。
（2）河流入海污染物通量

三都澳内有两条主要入海河流（霍童溪、交

溪）和 3条入海小河流（杯溪、兰田溪/金溪、七都

溪）。河流入海污染物通量主要根据污染物月监

测浓度与河流径流量估算。主要入海河流污染

物月监测浓度来源于福建省环境监测部门数据，

径流量由水文断面校正到入海断面。计算公式

如下：

F污染物−河流 =
n∑

i=1

Qi×Ci （3）

式中：F污染物−河流是河流入海污染物通量

（ t/a）；Qi 是第 i 时段河流的入海径流量（m3/s）；
Ci 是第 i 时段监测断面的污染物浓度（mg/L）。

（3）海水养殖污染物排放量

海水养殖污染物（氮、磷）排放量的计算依据

包括养殖种类、产量、养殖方式、饵料残余、排

泄物与产量系数。在海水养殖种类中，非投饵型

主要是藻类与贝类养殖，投饵型主要是鱼类、虾

蟹类及一些贝类养殖。基础数据来自《宁德市渔

业统计年鉴》 [28]，重点计算各类养殖的氮、磷排

放量，同时计算贝类与藻类养殖对氮、磷的移除

量，最终得到三沙湾各海区海水养殖氮、磷净排

放负荷（入海量）。

非投饵型养殖的氮、磷移除量可由以下公式

计算得到：

M移除 =
n∑

a=1

Ca×Ma （4）

式中：M移除是通过 a 种藻类或贝类收获移除

的氮或磷总量（t/a）；Ca 是第 a 种藻类或贝类的

氮、磷含量，可通过查询《中国食物成分表》[29-30]

获取；Ma 是第 a 种藻类或贝类的产量（t/a）。
投饵型养殖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由产量与氮、

磷排放系数计算得到，可运用排污系数结合养殖

产量计算其氮、磷排放量。养殖过程中产生的

污染物排放总量计算公式如下：

W污染物−投饵 =
n∑

b=1

f b×Mb （5）

式中：W污染物−投饵为投饵型海水养殖的污染

物排放总量（t/a）；Mb 为养殖种类 b 的产量（t/a）；
fb 为养殖种类 b 的排污系数，由该种类养殖的

氮、磷收获量（移除量）和污染物排放量决定，计

算公式如下：

f = α× 1−R
R

（6）

式中：α 为某养殖种类的氮或磷含量，可通

过查询《中国食物成分表》 [29] 获取；R 是指不同

养殖品种通过收获所移除的氮、磷量占投饵氮、

磷总量的比例，即氮、磷排放系数，该系数计算

依据列于表 1。
 
 

表 1    海水养殖氮、磷排放系数表

Tab.1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mission  coefficients  from
mariculture

序号 养殖品种 氮排放系数 磷排放系数 参考文献

1 大黄鱼 0.1164 0.007987 [31-32]

2 鲷鱼 0.1157 0.0113 [33]

3 鲈鱼 0.1783 0.0104 [34]

4 美国红鱼 0.1478 0.0120 [33]

5 石斑鱼 0.1080 0.0240 [35]

6 斑节对虾 0.0319 0.0075 [36]

7 南美白对虾（海） 0.0319 0.0075 [36]

8 日本对虾 0.0319 0.0075 [36]

9 中国对虾 0.0319 0.0075 [36]

10 梭子蟹 0.1143 0.0033 [37]

11 青蟹 0.1050 0.0057 [37]

12 蚶 −0.0160 −0.0010 [37]

13 蛏 −0.0117 −0.0011 [37]

14 蛏（池塘） 0.0466 0.0104 [38]

15 蛤 −0.0123 −0.0013 [38]

16 蛤（池塘） 0.0124 0.0038 [38]

17 牡蛎 −0.0085 −0.0012 [38]

18 螺 −0.0251 −0.0012 [38]

19 扇贝 −0.0178 −0.0013 [38]

20 贻贝 −0.0182 −0.0020 [38]

21 鲍 0.0454 0.0052 [39]

22 海参 −0.0264 −0.0003 [39]

23 海参（池塘） 0.0304 0.0013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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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沿岸面源污染物排放量

沿岸面源污染物排放量采用邻近流域的单

位面积污染负荷和汇水面积推算，其中流域面积

通过数字高程模型（DEM）提取，计算公式如下：

W污染物−沿岸面源 = β×S （7）

式中：W污染物−沿岸面源是沿岸面源污染物排放

量（kg/a）；β 是污染物输出系数（kg/km2 a）；S 是汇

水面积（km2）。β 由监测数据获取 [41]，监测站位

通常选择土地利用类型单一的小流域，汇水面积

为 100 ～ 1000 km2，布设多个监测断面，且在一

个水文年根据降水特征能够开展多次监测。降

雨条件下流域污染物的输出过程，能够反映降

雨−径流驱动的污染物迁移特征。β 的计算公式

如下：

β =

n∑
c=1

Cc×Qc

S 0
（8）

式中：Cc 是第 c 次监测的断面污染物浓度

（mg/L）；Qc 是第 c 次监测的断面径流量（m3/s）；
S0 是监测断面的汇水面积（km2）。 

2   结果与讨论
 

2.1    富营养化指数的年际变化

2010－2021年三都澳海域不同污染物及富

营养化指数（E）变化情况如图 3所示。由图 3a
可知，2010－2021年，三都澳湾内站点 DIN浓度

普遍高于湾外的 F12站点，且湾内 DIN浓度普

遍高于 0.2 mg/L。其中，2016年以前湾内 DIN
浓度呈下降趋势，仅有少数时段数据达到四类水

质标准（0.5 mg/L）。但 2016年以后 DIN浓度快

速增加，且季节波动明显，大部分监测时段达到

四类水质标准。

2010－2021年，DIP浓度变化趋势与 DIN大

致相似（图 3b）。不同点在于 DIP浓度总体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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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Changes in different pollutants and eutrophication index (E) in the Sandu bay from 2010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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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点较 DIN偏后，且自 2017年以后 DIP浓

度波动较为剧烈。DIP浓度在 2017年以前普遍

为一类（0.015 mg/L）至三类水质（0.030 mg/L）；
而 2017年以后，DIP浓度大部分时段超过四类

水质标准（0.045 mg/L）。监测结果表明，海域

DIP污染状况可能加剧。

COD的变化情况与 DIN、DIP存在明显的

不同（图 3c）。2016年以前，COD浓度较高，且快

速增加，但 2016年以后，COD浓度迅速下降，大

部分时段基本维持在与 2010年相同的水平。总

体来说，COD浓度水平在观测时段基本都低于

一类水质标准（2 mg/L），表明海湾内海水有机污

染物的水平可能并不显著且不是影响水质的主

要污染物。

2010－2021年，E 值总体呈现增加的趋势

（图 3d）。在大部分观测时段，E 值为 3～9，表明

海域处于中度富营养化水平。2016年以后，海

域出现重度富营养化（E>9）的频次有所增加。

2016年以前，引起海域 E 值变化的原因主要是

DIN、COD的变化；而 2016年以后，引起海域

E 值变化的原因主要是 DIN、DIP的变化。值得

注意的是，近些年三都澳富营养化状况呈现出由

中度富营养化向重度富营养化转变的趋势。 

2.2    污染源排放清单解析

由 2010－2021年三都澳海域不同污染物浓

度及富营养化指数（E）的分析可知，2016年以

后，引起海域 E 值变化的原因主要是 DIN、DIP
的变化。因此本文对不同污染源排放量进行了

估算，进而对污染源排放清单进行解析。

（1）直排海排污口

根据《宁德市入海排污口信息汇总表》中的

数据，2020年三都澳中有采样条件的排污口共

780个（东吾洋 207个，河口区 261个，三都港东

109个，三都港西 203个），其中有 529个超标排

污口（表 2）。从超标率来看，东吾洋超标率最

高，河口区和三都港东次之，三都港西的超标率

最低，为 48.28%。2020年三都澳直排海排污口

不同污染物排放量计算结果（图 4）表明，东吾洋

和河口区直排海排污口污染物排放量较大，三都

港西和三都港东直排海排污口污染物的排放量

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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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Calculated  results  of  pollutants  from  point

discharges input to the sea in 2020
 

（2）河流入海污染物通量

由于三都港东、东吾洋区无主要河流输入，

计算得到的为河口区和三都港西河流入海污染

物通量（图 5）。两个区域中河口区为河流入海

污染物通量的主要贡献区域，且在 2020年有减

少的趋势。此外，调阅 2010－2021年三都澳两

条主要入海河流（霍童溪、交溪）主要污染物浓

度变化情况可知：交溪入海 COD浓度在 2016年

以后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霍童溪入海 COD浓

 

表 2    2020 年三都澳各海区排污口达标情况

Tab.2    Status  of  pollutant  discharge  outlets  in  distinct  areas  of
Sandu bay in 2020            

海区 湾内排口总数 有采样条件的个数 超标数 超标率/（%）

东吾洋 337 207 176 85.02

河口区 344 261 183 70.11

三都港东 218 109 72 66.06

三都港西 805 203 98 48.28

合计 1704 780 529 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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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 2016年前后变化并不显著；霍童溪、交溪入

海总氮浓度在 2016年以后呈现上升趋势，而总

磷入海浓度变化不大（图 6）。2016年以后，河流

入海 COD浓度降低，可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修订实施后陆源入海的 COD通量显

著减少有关，河流输入的 COD对海域富营养化

影响的贡献减弱。河流入海总氮的浓度虽然在

两条主要河流仍有增加的趋势，但计算得出的河

流总氮的输入量呈减少的趋势（图 5），说明河流

输入的氮对海域富营养化的影响也在下降。

（3）沿岸面源污染物排放量

2015－2020年沿岸面源不同海区总氮、总磷

的排放量核算结果如图7所示。从图7可以看出，总氮

排放量波动比较明显，2020年出现最低值，总磷

排放量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总体来说，河口区

总氮、总磷面源排放量最大，三都港东排放量最低。

（4）海水养殖污染物排放量

历年来的《宁德市渔业统计年鉴》[28] 数据表

明，三都澳主要养殖品种为大黄鱼、鲷鱼、鲈鱼、

石斑鱼、美国红鱼、鲍鱼等，本文利用表 1中不

同养殖品种的氮、磷排放系数计算了 2010－2020
年三都澳内各类海水养殖的总氮、总磷排放量

（表 3）。结果表明，三都澳中海水养殖总氮、总

磷为净排放，其中鱼类养殖贡献最大，其次是贝

类、虾蟹类。藻类对总氮、总磷发挥着移除作

用，有助于改善海域环境。根据表 3的数据计算

出三都澳海水养殖的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图 8）。
从图 8可以发现，2010－2020年的排放量呈现逐

年递增的趋势。对比不同区域总氮、总磷海水

养殖排放量，三都港东最高，三都港西次之。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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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分海区入海河流污染物排放量核算结果

Fig. 5    Calculated results of pollutant discharge from rivers

input to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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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三都澳养殖规划中东吾洋区是最大的养殖区

（图 1d），但养殖排放量与计算结果并不一致，主

要原因可能是三都镇陆基池塘养殖较多，由其导

致的排放量增加。 

2.3    2020年三都澳污染源结构分析及其对海湾

富营养化的影响

本文以 2020年为例，分析了三都澳污染源

结构及其对海湾富营养化的影响。根据核算结

果（图 9a、图 9b），三都澳 2020年总氮入海总量

为 32318.3 t，总磷入海总量为 3576.2 t。总氮最

主要的污染源为海水养殖，占比达 71%，总磷最

主要的污染源同样为海水养殖，占比达 65%。但

各海区污染源结构有较大差异，各海区总氮、总

磷排放量结构如图 9c和图 9d所示。结果表明，

河口区的总氮排放源主要为入海河流和海水养

殖，总磷排放源主要为入海河流、海水养殖和直

排海排污口；三都港东的总氮、总磷排放源主要

为海水养殖，且海水养殖明显多于其他海区；三

都港西的总氮、总磷排放源主要为海水养殖和

入海河流；东吾洋的总氮排放源主要为海水养

殖，总磷排放源主要为直排海排污口和海水养

殖。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三都澳地区，三

都港东的海水养殖排放量在总排放量中占据了

较大的比例；同时，东吾洋直排海排污口的总磷

排放量也占有较大的比重。

综合以上结果可以推断，三都澳海水养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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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Fig. 7    Calculated  results  of  total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us  from coastal  non-point  sources  input  to

the sea from 2015 to 2020

 

表 3    2010－2020 年三都澳水产养殖总氮、总磷排放量（单位：t/a）
Tab.3    Total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us input from marine aquaculture in Sandu bay from 2010 to 2020

年份
鱼类 虾蟹类 贝类 藻类

总氮 总磷 总氮 总磷 总氮 总磷 总氮 总磷

2010 7400.7 567.1 724.6 79.7 1797.6 392.8 −358.4 −42.3

2011 7751.9 606.4 821.6 93.9 1983.8 430.5 −370.3 −43.2

2012 8786.3 681.1 850.9 100.2 1957.0 423.0 −406.4 −46.6

2013 10521.6 849.4 994.9 119.0 2155.8 462.7 −397.6 −47.0

2014 11602.9 868.9 1004.6 133.6 2310.9 495.7 −426.2 −49.2

2015 13189.9 997.2 1127.6 155.6 2479.5 531.1 −403.4 −49.2

2016 13742.1 1039.5 1194.3 161.0 2219.8 472.5 −434.3 −53.0

2017 15459.3 1155.7 1301.6 166.0 2342.3 498.0 −445.7 −54.5

2018 17421.8 1301.9 1263.9 157.5 2349.3 498.9 −476.4 −57.8

2019 19187.7 1429.4 1090.2 141.6 2564.3 550.2 −499.8 −61.4

2020 20585.9 1528.3 1110.4 147.4 2290.8 495.2 −489.5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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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磷排放对海水富营养化的贡献最显著，因此

海水富营养化治理的关键在于对海水养殖业的

污染物排放治理。2010－2020年海水养殖的总

氮、总磷年排放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图 8）。
海水养殖的污染贡献率高、上升趋势明显，是影

响三都澳水质的主要原因。由图 8可以看出，总

氮排放量的增长更加显著，氮磷排放比呈现逐年

上升趋势。鱼类养殖是海水养殖氮、磷排放的

主要来源（表 3）。鱼类养殖的排放比例逐年增

加，而且与其他养殖种类相比，鱼类养殖的氮、

磷排放比例更高。结合海水养殖的氮、磷总排

放变化趋势图中氮、磷比例逐渐增加的情况，可

以推断出鱼类养殖排放的氮、磷是影响三都澳

水质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氮排放的贡献更加突

出。大黄鱼养殖是三都澳区域最主要的养殖品

种，可能对水质产生的影响最显著。 

3   结 论

（1）2010－2021年，宁德三都澳海水富营养

化状况呈现逐渐加重的趋势。海水养殖产生的

氮、磷排放的增加是近些年海域富营养化状况

进一步恶化的主要原因。

（2）2020年三都澳污染源清单解析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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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沿岸面源 2%

沿岸面源
2%

直排海
排污口

18%

入海河流
15% 海水养殖

65%

直排海排污口
5%

海水养殖
71%

入海河流
22%

海水养殖

海水养殖

入海河流

入海河流

沿岸面源

沿岸面源

直排海排污口

海水养殖 入海河流 沿岸面源 直排海排污口

直排海排污口

河口区

总
氮

排
放

量
/t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c

三都港东 三都港西 东吾洋

海水养殖
入海河流
沿岸面源
直排海排污口

河口区

总
磷

排
放

量
/t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d

三都港东 三都港西 东吾洋

a为总氮、 b为总磷排放占比（单位：%）；c、d分别为各海区总

氮、总磷排放量结构（单位：t）

图 9    三都澳 2020年污染源结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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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y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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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海水养殖是海水氮、磷输入的主导来源，是

引发三都澳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另外，入海河

流是三都澳海水氮的次要来源，直排海排污口是

三都澳海水磷的次要来源。

（3）三都澳水质情况在 2010－2021年总体

没有改善的趋势，海水养殖产生的氮、磷输入是

导致水质变差的主要原因。建议相关部门关注

养殖行业污染物排放的影响，通过提升养殖尾水

处理能力、优化投饵型养殖方式及提高贝类、藻

类养殖比重（可移除氮、磷）等措施，改善三都澳

区域的水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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